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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遗产资源丰富，可移动文物当然应以各类博
物馆为最佳归宿并规划适当的博物馆体系；历史文化名城中往
往古建筑多，古建筑本身就是现成的视觉文化符号，然而有些
建筑的传统功能已经消失，需要进行新功能探索，博物馆也往
往是较好选择，博物馆化的古建筑，正可以实现里里外外的保
护、诠释和展示；还有历史文化名城中集中连片分布的历史街
区、名胜景区等，往往需要有整体性保护和展示诠释，可以将
一座博物馆作为其窗口或其中的点睛之作，和其整体风貌融为
一体，并提升公众对其认知和欣赏。

历史文化名城日常生活生产中积淀的文化素质非常丰厚，
包括非遗等，都可以和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非遗馆等结
合起来开展保护传承工作。此外，历史文化名城也往往旅游需
求比较旺盛，外来游客较多，当然也可以据此为其提供更多品
类的博物馆文化供给和服务，比如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结合博
物馆之城建设规划建设自然、科技、科学、艺术、美术类的现
代博物馆等，将其作为发挥现代城市提高公众素质、发展城市
文化产业的抓手。

城市的发展一方面隔开了人与物尤其是自然之物的距离，
另一方面也在集成性空间里富集了更多不同类型的物与人，因
此，建设博物馆之城，不仅是简单的建设更多的博物馆，而应
是文化遗产、资源和城市形象整体性的视觉规划与管理以及价
值提升和呈现关联，以探索在新的社会空间里构建涵盖古往今
来的新型合理的物人关系。遗产的博物馆化既意味着包括具体
而丰富的内容，也应该有从整体到细节的合理定位、提升、呈
现和管理运行，以期实现继承中的创新发展以及文化、经济和
社会等效益的最大化。 （作者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今天，我们回望文物保护事业薪火相传的历
史，不得不提到佛光寺。作为在中国建筑史学上
具有重大意义的古建筑，佛光寺的学术研究史不
仅经历了战乱洗礼，也将梁思成、罗哲文两位建
筑史学大家与更多后继的学者们联系在一起。

1937年7月，营造学社梁思成、林徽因、莫宗
江、纪玉堂一行人来到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当
时，梁思成对板门的年代提出了疑问：“其造门之
制，为现存实例所未见……门部结构恐为明以后
物，其结构法是否按最初原形，则待考也。”

就在当年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动荡
的时局使得四人没能在佛光寺做更多停留。在战
火纷飞中，这座“古建第一瑰宝”的存亡一直牵
动着梁思成的思绪。27年后的1964年7月，罗哲文

和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孟繁兴一起前往佛光
寺，被雨水阻于寺内数日，于是对东大殿进行了
更为仔细的观察。这场意料之外的甘霖，却给佛
光寺的研究带来了重要的新发现。

他们又发现了什么——

证明唐代始建原物的题记

在这次考察中，罗哲文在板门背后发现了大
量题记：“题记的位置在大殿大门的背后和大门门
颊 （即门框立枋） 之上，均系墨笔题的。由于字
迹不整齐，加之千余年来的灰尘蒙盖，很难识
别。他和孟繁兴同志借手电筒和马灯的光线寻
找，经过3天的工夫，终于找出了唐咸通七年、咸
通八年、乾符五年各一处，五代天祐十八年二
处，同光三年一处，金天德五年、泰和四年各一
处，未题年月的唐、五代、金以及明、清题记数
十处。”

这些题记中以唐咸通七年 （公元867年） 为最

早，仅为大殿始建之后9年，所以推断东大殿现存
的板门是唐代始建时的原物。

他们又发现了什么——

唐代始建原物壁画

在此次调查中，罗哲文又发现了位于明间主
佛台须弥座束腰上的壁画，并指出：“壁画的年代
问题，我认为是与大殿建筑同时的，理由是：第
一，从壁画残破处的画地、灰皮、泥层等结构
看，都是未经重装、重绘过的。第二，从画的用
色， 笔法等风格看也与唐代相同。”

之后的研究通过对束腰壁画内的麦秸进行碳
14 测年分析，进一步印证了其确为佛光寺唐代始
建时期遗存。这幅壁画是我国古代木构建筑中罕
见的早期实物。由于其所处位置狭窄阴暗，不为
人所注意，因此未被重装；而佛座背后两侧在过
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砌了土墙封闭起来，不见阳
光，因此发现时仍色彩如新。

佛光寺位于山西五台山台外南麓。
佛光寺东大殿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
存最完整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也是唯一
一座殿堂式唐代建筑。

由于东大殿内保存有唐代木构、唐
代墨书题记、唐代塑像、唐代壁画。
1961年，佛光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佛光
寺作为五台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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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罗哲
文发现的唐咸通
七 年 （公 元 867
年） 题记。

右图：佛光
寺东大殿束腰壁
画局部。

（图片来源：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罗哲文与佛光寺

城市中的有形和无形遗产

在快速文化遗产化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城市形态和内涵，包括一些构成要素
和功能需求等，都会发生新的变化；但是人与财富等资源的聚
集程度总体来说是在不断提高，不仅古今荟萃，而且物品交
换、内涵更新和人员流动等也越来越快，功能与意义不断拓
展，很多财富已不完全是为了生活与管理等日常行为之需，更
多是为了交换交流，包括传播人类文明的信息与价值观念，塑
造社会的意识形态——因此，城市中的有形和无形遗产在快速
文化遗产化，将一些城市定名为历史文化名城，即意味着人们
对于城市遗产的文化自觉，意味着要在保存、传承、弘扬基础
上支撑城市继续创新发展。这正是博物馆作为重要手段和工具
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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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2年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制度启动以来，国务院已经先
后公布了136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一些省市也公布了自己的
历史文化名城。这些名城因历史文化遗产而得名，各种遗产资
源自然相对而言非常丰富，包括整体格局、历史街区、历史建
筑、历史遗迹等等，并常有大量相关可移动文物和无形文化遗
产散存各处。尽管人们以普遍意识到其重要性，但它们在快速
发展的现代城市建设中有时候
被当成包袱，常常面临损毁消
失的危险。

罗哲文 （1924-2012） 是我

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文物保护

专家，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遗产

的研究与保护工作。作为当代中

国文物事业发展的见证人和亲历

者，罗哲文先生为中国文物保护

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

为我国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研究

制定、古建筑的保护理论和实

践、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长城保

护、世界遗产申报与保护、文物

保护人才培养等工作贡献了智慧

与学识，对其后的中国文化遗产

保护产生了深远影响。

罗哲文一生都致力于文化遗产保
护事业，并在许多领域都做出了重大
贡献：

参与国家保护政策的制定

新中国成立后，罗哲文进入中央
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工
作，随后为全国文物摸底调查提供了
具体而详细的普查方法，为有计划、
有步骤、有重点地保护文物古迹打下
了基础。20世纪 60年代，他参与了中
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规的制定，起草
了 《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 初稿，
参与审定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工作，指导全国各地文物部门做好

“四有”工作。20 世纪 80 年代初，面
对古建筑遭受自然与人为破坏，他著
文疾呼保护古建筑的积极意义，希望
加大对文物建筑保护重要性的宣传力
度。罗哲文结合当时实际情况所撰写
的古建筑保护文章，不仅在当时对新
中国文物古建筑保护事业具有某种关
键性的指导意义，有些已成为中国文
物古建筑保护事业的纲领性文件和指
导原则。

文物保护理论与实践并行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罗哲文参
与、组织和审定了一系列重大的古建
筑维修工程，如勘察维修雁北文物、

保护北海团城、迁建清音阁、修缮赵
州桥、搬迁永乐宫等。20世纪 90年代
后，他以专家身份，通过策划、考
察、评审的方式为长江三峡文物保护
工程、西藏文物保护三大工程、长城
保护、山西南部早期木结构建筑保护
工程、汶川地震文物抢救工程等全国
重大的文物保护工程提供指导。

罗哲文在大量实践工作中取得了
宝贵经验，并积极将研究成果公之于
众，逐渐成为中国文物建筑保护、修
缮和研究等领域的中坚力量。他在 70
余年的文保工作实践中努力寻找中国
古建筑保护与修缮的内在规律和措施
方法，探讨东方木结构建筑保护的独特
性，逐渐形成了他的“中国特色古建
筑保护维修理论与实践”思想。

推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在单士元、侯仁之、郑孝燮、罗
哲文等先生的积极推动下，1981 年 12
月28日，“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被正
式提出。1982 年 2 月我国公布了第一
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在继承梁思成
关于北京城整体建设规划思想的同
时，罗哲文在具体工作实践中不断发
展、充实和完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
内涵与理论。他逐进式提出名城保护

“三个阶段论”、中国特色的名城保护
体系、历史文化名城“四有”（有形、
有神、有声、有韵） 等理论，形成名

城发展观精准的价值定位。

保护长城与推动创建长城学

在梁思成夫妇的嘱托下，自 1947
年起罗哲文便开始对长城进行勘查、
研究、保护与修复。他致力基于史料
及实地勘测的理论研究，撰写了大量
有关长城的论述、论文、调查报告、
诗词、随笔和序跋，编写了中国第一
部长城专著 《万里长城居庸关·八达
岭》，并在 2003 年以 79 岁高龄穿越罗
布泊，亲身考证“新疆境内也有长
城，汉长城由玉门关西延至盐泽 （罗
布泊） 地区”的论断。

作为新中国最早勘察、保护和研
究长城的著名学者，罗哲文率先提出
长城学的概念，并从科学性质和社会
功能两方面，对长城的兴建和止建、
修筑及功用等进行深入研究。他建立
了中国长城学会并对各地长城研究组
织给予大力支持，使长城学在创建之
初迅速成为一门显学，为从事长城学
研究的后学们拓展了更加广阔深入的
领域，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

倡议加入“世界遗产公约”

1985 年，侯仁之、阳含煕、郑孝
燮、罗哲文4位先生提出政协提案，建
议我国尽早参加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公约》。1985 年 12 月中国正式
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开启
世界遗产的申报和保护之路。

罗哲文亲自参与中国申报世界遗
产的工作，对申报项目亲自把关。在
申遗过程中，他强调形成中国特色遗

产观，主张保护和利用并举，提出科
学定位申遗的建言，对当时中国乃至
世界各国在申报世界遗产中出现盲动
性的症结——将申报世界遗产单纯当
作拉动地方旅游经济收入的手段进行
批判。在推动大运河申遗过程中，他
始终认为保护比申遗更为重要，遗产
保护不能背离群众利益，在体现运河
文化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让运
河两岸的人们生活得更好才是申遗的
终极目标。

培养文物古建和各领域人才

梁思成先生对学生无微不至的爱
护和对文保事业信念的传承也深刻地
影响了罗哲文，这位见证了新中国文物
保护事业从无到有的古建泰斗也曾坦
言“想方设法帮助年轻人多学点东西”。

除将毕生学识都用到对文物古建
的保护与研究上之外，他也将培养文
物古建保护人才为己任。每到一地考
察，他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知识和实
践经验传授给相关工作者；借学术交
流和考察之机，在国外传播学术思想
和教授营造技艺，将中国历史悠久的
传统建筑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文化
部部长孙家正曾评价道，“中国的文化
遗产保护能有今天的成就，除国家昌
盛政通人和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是得益于一批能人志士为之鼓呼奔
走，罗哲文便是其中之一”。

博物馆不仅收藏、保存人类遗产，而且也越来越重视以
真、美、善的形式与符合时代要求的价值导向，来对各类遗产
进行保存、诠释、展示、传播，组织其与人的交互体验等。博
物馆不仅重视传统的可移动文物的收藏保管和展览，也越来越
重视和社区、所在地及周边环境的整合兼容以及整体视觉与认
同形象的经营。社区、生态、户外博物馆等已经成为博物馆大
家庭中的新类型。因此，在经济社会转型和城市发展升级过程
中，国内外都有一些遗产资源富集的城市明确提出建设博物馆
之城的目标，自然有其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合理性。

改革开放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博物馆虽然经历了快
速发展，但仅从人均数量来看，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更为重要的是，博物馆之城不仅是在一个城市里建设更多的博
物馆，而且要把提升博物馆质量、完善博物馆体系摆到更高的
位置，使博物馆结构合理、布局完善、运行良好，从而实现和
城市生活、生产等更普遍而紧密的关联。这样的城市，自然也
应该包括博物馆建筑之外的城市其他视觉资源，尤其是文化遗
产资源的博物馆化处理与管理。如此才能真正算得上名副其实
的博物馆之城。

这一点，其实和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利用及可持续发展需
求是相契合的。

回望罗哲文
袁 荔 顾芸培

罗哲文对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贡献

历史文化名城
应率先成为

博物馆之城
曹兵武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国内已有20余
座城市出台了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或规
划，一些城市已经启动实践并取得了初步成
效。而最应该向博物馆之城方向努力的，首
先是那些历史文化名城。

“博物馆之城”不仅意味着在一个城

市里建设更多的博物馆……

“博物馆之城”不仅意味着在一个城

市里建设更多的博物馆……

20世纪80年代开始，历史学家单士元（右）、城市规划专家
郑孝燮（中）和文物保护专家罗哲文（左）3位全国政协委员，被
称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三驾马车”。 （图片由作者提供）

20世纪80年代开始，历史学家单士元（右）、城市规划专家
郑孝燮（中）和文物保护专家罗哲文（左）3位全国政协委员，被
称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三驾马车”。 （图片由作者提供）

探索在社会空间里构建

涵盖古往今来的物人关系

“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2006年谷雨时
节，我是和罗哲文先生一起在大运河上度过的。
从2005年冬季到2006年的5月，是罗老无数忙碌
中又一段值得反复回望的时光。以他为纽带，联
合郑孝燮先生、朱炳仁先生，推动了全社会关注

“京杭大运河申遗”。罗老具备许多老一辈文博大
家的优秀品格；但令我惊讶的，还是他年逾八旬
仍活跃在第一线，甚至活跃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
的前沿。

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保“三驾马车”到为
文化遗产保护奔走的“运河三老”，我们可以从
中发现：罗老彼时越来越多的日常，其实是在

“鼓吹”和“游说”。源于强烈的传承责任感，他
也逐步形成了朴素的文化遗产传播观：坚持“真
实、完整”的文化遗产理念；尽可能多地联合相
关资源——哪怕是在自身行业之外并不擅长的领
域；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在四处奔走。也

正因为此，老人去到各地，都会遇到来自各个行
业的拥趸。我们当今社会中之所以没有出现更多
的“罗哲文”，就是因为他身上闪现出的“真
实”“公共”“实践”特性，表面看毫不稀奇，但
能做到三者兼备的人，还是太少了。

从“运河三老”至今，又过去了15年。在改
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已经从引进、
遵循世界遗产理念，演化至形成全新保护格局：
世界遗产更加“文化化”，价值阐释逐步社会
化。其中的直观体现，就是文物从出土到“网红”
的速度，大大加快了。于是，在社会多元环境中，
让更多人认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成为日益紧迫
的挑战——虽然这一过程仍然漫长，但已不能再
被视为“可以慢慢来”、以时间换空间的自然演进。

今天，文化遗产保护呼唤更多“罗哲文”。

文化遗产保护 呼唤更多“罗哲文”
齐 欣

2006 年春，“运河三老”请缨
前往运河沿岸节点城市，为即将到
来的大规模全国政协大运河申遗考
察活动打前站。这是郑孝燮 （左
一）、罗哲文 （中）、朱炳仁 （右）
在扬州考察。

（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为本报高级编辑 曾任罗哲文专家助手）（作者为本报高级编辑 曾任罗哲文专家助手）

2021年新晋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云南省通海县景色。
（图片来源：云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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